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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江经济带1997-2016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影

响城镇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科技投入、公共支持与城镇化之间，大部

分时间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科技投入、公共支持显著推动城镇化发展，但空间溢出效应

不明显；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发展有轻微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消费水平

显著促进城镇化发展。最后，提出加速推进长江经济带协作机制建设、促进空间溢出效应发挥、

强化科技投入和公共支持的正向影响、防止逆城镇化倾向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民众受教育水平、

促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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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和人口市民化。同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宜昌考察长江经济带时指出，不搞大开发，不是不搞发展，而是要科学地发展、

有序地发展。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思想，就是要立规矩，不搞破坏性开发;要围绕生态

修复、绿色发展这个压倒性任务，开展长江经济带的大保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把长江经

济带建设成为生态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1］

。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保护和发展路子的任务艰巨。城镇化建设是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要继续实施三大城市群发展规划，培育一批体现长江流域特色的小城镇，提

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2］。在城镇化建设中，必须以科学发展理念、科学精神为引领，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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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做好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长远规划；必须加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城镇发展的

高起点、高质量，做好长远发展规划；支持高起点、高水平城镇建设规划。为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科

技投人·共支持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制定长江经济带科技投入政策、促进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关于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国内外研究都有涉及，但直接研究的很少，大都是间接研

究。国外研究主集中在 3个方面：

(1) 科技投入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影响城镇化。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如 Grossman［3］研究

表明，技术进步可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多方面支持，从而促进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

Branstetter&Sakakibara［4］的研究显示，财政科技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创新水平

提升，而创新水平提升后可以全面服务于城镇化建设。Kevin Honglin Zhang［5］分析认为，FDI安置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聚集了人气，部分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GlaeseP［6］从人力资本空间集聚人手，认

为人力资本空间集聚带来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从而促进城市生产和消费繁荣，最终推动城镇化

发展。Lucas［7］研究认为，科技投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追求，推动服务业发展，形成新产业结构，

进一步促进城市化。

(2) 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影响城镇化。Black&Henderson［8］以美国城镇化为研究

对象，认为科技投入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从而刺激经济集聚和内生增长。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之间又

是什么关系呢？Moomaw［9］通过研究证实，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增长推动城镇化发展的

核心在于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城市扩大规模，并为建立新城市、增加城市数量提供支持。Romer［10］研究认为，

科技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3) 科技投入与城镇化相互影响，并通过社会环境发挥作用。Enkel［11］研究认为，科技投入促进创

新行为发生，创新行为与城镇化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社会环境实现。也有学者研究认为，科技投入已在

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且通过外商投资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David Clark［12］研究认为，发

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离不开 FDI，发达国家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创造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推动农业人

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

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揭示了科技投入与城镇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问题有一定启发作用。长

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13］

。因此，在做好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同时，必须科学谋划长江经济带

城市群的科学、协调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影

响，不过研究主要停留在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层面，直接涉及城镇化的研究不多。

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4个方面：

第一，财政科技补贴激发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马嘉楠、周振华［14］研究认

为，财政科技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推动作用，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呈现出积极的互补效应。陈庆江［15］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即政府科技投入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和技术创新效率。但是科技投

人产生的效应不能立即显现，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董兴林、孙珍珍［16］利用青岛市数据研究认为，科技投入

与产出间的时滞期长达 4年之久，其原因是研发成果转化需要较长时间。王德娟、贾建宇［17］研究了财政科

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科技投入是保证科技创新的源动力，能促进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促进地

区和国家经济增长。



第二，技术创新、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在众多学者认为科技投入可以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黄磊、程莉［18］以重庆市为样

本进行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未能形成良好互动关系。高阳、程启智［19］以山东为

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增加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贡献不大。在此基础上，陈实、王

亮等［20］基于中国、美国、日本的研发数据，研究了不同来源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财政科技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小，企业科技投入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科技创新与外商投资的协同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宛群超、邓峰［21］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可以通过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效应等路径影响新型城镇化。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区域创

新方面。胡艳、詹翩翩
［22］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投入对区域创新有促进作用，但是省市之

间差距明显。吴非等(2017)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

第四，公共投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不仅科技投入、科技创新

和外商投资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而且政府的公共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也会产生显著影响。韩立达、

牟雪淞［23］研究认为，教育、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对城镇化有重要拉动作用。公共支持不仅表现为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而且表现为高等教育投入。王珍珍、穆怀中［24］研究认为，体现公共支持的高等教育人力资

本规模及其外部性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赵楠、白福臣 M研究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投入对城镇化

水平具有正相关作用。特别是近年共享经济异军突起，其发展为进一步促进城镇化提供了新动力
［26］

。

以上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研究中选择的数据

来源不同，每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特点又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长江经济带是

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经济总量的四成，成为全国经济重要支撑带［27］，而城镇化建设

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现有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以科技投入、公共支持

对城镇化影响作为研究内容的文献明显不足。为此，本研究立足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假设

从理论上讲，科技投入增长能激发企业研发人员的研究热情和研究动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提

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和经济联系越紧密的区域，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也越强［28］。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城镇生活条件，从地理空间上进一步促进

城市、集镇面积扩大。区域经济发展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落户城镇，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特别是体现为公

共投入的公共支持，通过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

能力，吸引更多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从而提高城镇化率；通过支持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吸引更

多的人落户城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味，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有条件

下，不可否认，城市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因此，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发展，而消费水平提升既

需要消费能力的提升，也需要消费服务的配套。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必然有助于城镇化发展。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科技投入对城镇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空间上有地域差异。

这是因为科技投入能提升产业链运作效率［29］，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促进企业增加研发配套

资金，进而促进和改善经济发展，全面促进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但不同的地域，其科技创新与经



济发展的紧密程度不同，政府科技投入和企业科技投入的政策要求不同，因此影响的显著性也有所不同。

H2:公共支持对城镇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地域差异。

研究证明，以公共财政支出为标志的公共支持是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支撑力量％］。这是因为公

共支持表现为政府的高等教育投入，政府对城镇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人力资本现状，而且可

以吸引更多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特别是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可以加速农村人口转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提高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提升［23］，但不同地域公共投入的具体项目不同，对于改

善公共福利的贡献也不相同，加上不同区域农民经济收人差异很大，因此公共投入对农民的吸引力也有差

异性。

H3: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发展有放大效应，对周边地域有溢出效应。

这是因为政府作为公共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在统筹协调、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等方面可以释放正向外

部能量，促进城镇化发展［31］。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互作用能较好地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提高产业结构

水平，从而对城镇化产生放大效应。由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已经形成较强关联性，某一省市的经济发展不

仅对周边省市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产业关联的作用下，通过周边省市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效应，表现

出空间溢出效应。

H4:人力资本、消费水平对城镇化有正向影响。

文化资本对文化消费有显著影响，其中，高文化资本更容易促进文化消费支出增加［32］。这是因为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人，其更追求现代化生活。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层面，城乡差别确实客观存在，

相比农村，城镇更具有优越性。此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有效刺激家庭消费［33］，文化程度较髙的人更

加追求高水平消费，更加倾向城镇生活。

2.2 空间杜宾模型

自从国家把长江经济带发展确定为重大发展战略以来，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关联性更加紧密。基于此，

在分析长江经济带相关影响因素时，应当建立空间模型，考察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效果。空间模型的基础

形式是空间面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当λ=0时，模型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λ=δ=0时模型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τ=ρ=δ=0时

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即 SAR 和 SEM 是 SDM 模型的典型代表。

本文建立的基本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公式（2）中，URit 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TIit为科技投入指标，PIit为公共支持指标，Controlit为控



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 HUM和消费水平 C0M，Wit为空间权重矩阵。

在方程（2）中加人科技投入和公共支持的交互项 TIit*PIit,考察科技投入通过公共支持对城镇化的影

响。

如果 TIit*PIit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交互作用没有显著影响城镇化；如果科技投入 TL的回归系数不

显著或显著为负，而 TIit*PIit，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科技投入对城镇化发展作用不明显，需与公共支持

结合才能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如果公共支持 PL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 TIit*PIit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公共

支持能直接促进城镇化发展，不需依赖科技创新。

根据 ElhorstC343的研究结果，通过 wald 检验统计量和 LR 检验统计量判断 SDM 模型是否能简化成 SAR

模型或 SEM 模型。若检验结果均在 10%检验水平下显著，则建立 SDM 模型更为合适。

2.3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空间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因此，

应当考察其空间溢出效应。LeSage&PaceC35］认为，任何一个地区的自变量必然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这称为

直接效应，而且任一省市自变量的变化还会影响与之存在空间关联省市的因变量，这称为间接效应。徐春

华［361 提出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方面解释 SDM 模型的回归系数更为合理。因此，本文建立 SDM 模型，因

变量 Y对自变量 X求偏导数后的矩阵为：

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分别表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长江经济带某一省市自

变量对因变量以及长江经济带内其它省市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选用 1997-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数据，验证科技创

新能否通过公共支持促进城镇化发展。原始数据均来自 1998-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

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2）变量说明。研究因变量为城镇化（UR），考察城镇化的视角很多，既可以从城镇占据整个地区的

空间比例考察空间城镇化，也可以从城镇人口占用的社会福利考察社会城镇化，最常用的是考察城镇化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本研究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示，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研究自变量有科技投入（TI）和公共支持（PI）两个。科技投入（TI）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表示，即

地区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公共支持（PI）用公共支持经费强度表示，政府是公共支持的主体，



公共支持表现为财政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因此，可以用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

GDP 之比表亦。

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两个，即人力资本（HUM）和消费水平（COM）。根据已有研究，人力资本（HUM）［37］

用 6 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消费水平（COM）［21］用各省市居民消费水平表示，变量取自然

对数。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3.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通过计量软件处理，获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科技投入、公共支持的 MoransI 指数（见表1）。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指标和公共支持指标的 Moran'sI 指数在 2000-2016 年均为正，且在 10%水平

下显著，科技投入指标的 MorarfsI指数在2004—2016 年均为正，且在 5%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长江经济带

各省市的城镇化、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在研究时间段（1997-2016）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

关性。因此，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科技投入、公共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空间权重矩阵选用 0_1 邻

接权重矩阵。

从图 1可以看出，城镇化 UR的 Moran'sI 指数在 1997-1999 年稳中有降，2000—2001年陡然上升，这

源于当时的“三农”发展遇到了瓶颈，而科技投入增加促进了加工企业的大发展，国家加大引进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又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机遇。由于当时的农村负担很重，

大量农村劳动力弃农进城务工，并在城镇定居；自 2001 年以来，国家逐步对农业采取“多予少取”的政策，

支持农业发展，通过项目支持加大科技投入，通过棚户区改造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旧房改造，这些举

措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国家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农业补贴政策逐步从普惠制转向

重点补贴，大量资金用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国家补贴政策的变化，不仅极大促进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壮大，而且吸引了部分工商资本下乡，出现了个别农民回流现象。因此，城镇化Morarisl指

数仍然上升，且上升幅度比较平稳。

表 11997-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科技投入、公共支持的 MorarfsI 指数

年份 UR TI PI 年份 UR TI PI

1997 -0.341 -0.199 0.077 2007 0.378*** 0.394*** 0.254*
(一 1.207) (—0.635) (0.992) (3.177) (2.809) (1.936)

1998 -0.344 -0.122 0.120 2008 0.374*** 0.466*** 0.423…

(-1.219) (-0.142) (1.185) (3.139) (3.127) (2.719)

1999 -0.363 -0.124 0.158 2009 0.376… 0.388… 0.421***

(-1.317) (-0.144) (1.393) (3.122) (2.701) (2.738)

2000 0.214* -0.083 0.268** 2010 0.435*** 0.386*** 0.443***

(1.672) (0.096) (2.006) (3.285) (2.645) (2.865)
2001 0.349… -0.089 0.328** 2011 0.429… 0.436*** 0.334**

(2.888) (0.061) (2.354) (3.217) (3.008) (2.365)

2002 0.357… -0.041 0.341** 2012 0.422… 0.468*** 0.319**

(2.916) (0317) (2.440) (3.156) (3.142) (2.245)

2003 0.367*** -0.036 0.247* 2013 0.423… 0.483*** 0.347**

(2.961) (0.346) (1.854) (3.152) (3.224) (2.381)

2004 0.378… 0.246** 0.227* 2014 0.425… 0.482*** 0.335**

(3.061) (2.032) (1.785) (3.147) (3.210) (2.323)

2005 0.366*** 0.277** 0.222* 2015 0.440*** 0.472*** 0.250*

(3.171) (2.237) (1.759) (3.139) (3.160) (1.852)



2006 0.373… 0.371… 0.246* 2016 0.439*** 0.480*** 0.265*

(3.184) (2.765) (1.907) (3.116) (3.220) (1.931)

注：*分别表示各指标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科技投入 TI的 MoransI 指数逐年上升，1999 一 2003 年上升幅度较小；2004—2008

年科技投入 TI的 MorarVsI指数大幅度上升；2008 年出现小幅下降后迅速平稳上升。这充分体现了自 2004

年以来国家逐年加大科技投入，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图 11997—2016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科技投入、公共支持的MorarfsI 指数发展趋势

公共支持 H的 MoralsI指数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1997—2002年上升幅度较大，2002—2007 年出现小

幅下降后迅速上升，2007 年以后出现一些波折式变化。这是因为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实

现了普遍性的种粮补贴，这一方面激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乡镇一级财政准备不

足，乡镇运行经费陡然陷入困难。各省市为了解决基层政府的经费难题，根据各自财政收人情况，在投资

力度和方向上采取了不同策略。

3.2.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2可知，研究变量数为 220个，城镇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89.61,17.18,标准差为 16.7809,

均值为 46.4779;科技投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3.7262,0.1755,标准差为 0.7254,均值为 1.1701;公共

支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40.2159,5.3069,标准差为 7.5482,均值为 17.2801。这些数据说明长江经济

带内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科技投入、公共支持都存在较大差异。人力资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别为 10.9506,5.438,标准差为 1.1154,均值为 7.9777;消费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0.8121、

7.3205,标准差为0.8226,均值为8.8267。以上数据说明长江经济带内的人力资本存在区域性差异，但相比

其它方面要小得多，同时，消费水平差距也不明显。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2.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

(1)空间面板模型选择与设定。表 3为 OLS、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下的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根据已有研究，结合表 3的结果，空间滞后模型 SAR 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 的 LM检

验结果均有一个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应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SDM作进一步分析。

表 3普通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表 4中的模型 1 为 SDM 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2 为加人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叉项 TI*PI 的 SDM 模型

估计结果。模型 1、模型 2 的 wald 检验、LR 检验结果均在 5%水平下显著，说明 SDM 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合

理。

表 4空间杜宾模型 SDM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TI 7.7089***

(3.3461)

18.3639…

(3.4015)

PI 0.5161…

(2.7076)

0.9574…

(3.4113)

HUM 4.0487**

(2.1465)

5.0397…

(2.6322)

COM 14.2437***

(4.0446)

12.1913***

(3.3918)

TIPI / -0.5876**

(-2.2049)

W*TI 3.8355 20.5194**



(1.0294) (2.1055)

W*PI -0.3699

(-1.0327)

0.5446

(0.8561)

W*HUM 5.8864

(1.2358)

8.9536*

(1.7835)

W*COM -5.9839

(-0.9641)

-9.1485

(-1.4346)

W*TIPI / -1.0684*

(-1.9209)

W*dep.var. -0.2959*** -0.3469***

R2 0.7728 0.7801

sigma*2 70.0521 67.8194

log—likelihoo

d

-772.4351 -769.9299

Wald_spatial_l

ag

20.0479*** 25.6735***

Wald_spatial_e

rror

12.0714** 15.6890***

LR_spatial_lag 20.3281*** 24.3565***

LR_spatial_err

or

12.5537** 15.9885***

hausman 32.3… 44,61***

(2)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表 5为自变量、控制变量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分解结

果。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来看，科技投入 TI、公共支持 PI 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16.9279、

0.9349,均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科技投人、公共支持均能显著推动城镇化发展，证实了研究假设。

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投人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和经济发展，增强了城镇吸纳人员的能力。同



时，公共支持改善了城镇生活环境，能较好地吸引、接纳和安置农村转移人员。

科技投人TI、公共支持 H对城镇化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11.8755,0.1807,均未通过 10%的检验水平，

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原因可能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处在建立机构、协调机

制时期，城镇化发展中的合作效益尚未发挥出来。表 5空间效应分解

从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互项 TI*H观察，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交互作用的直接效应系数和间接效应

系数均为负，分别为-0.5036、-0.7252,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交互作用对城镇化发展有轻微抑制作

用，存在竞争效应和空间异质性。该结果没有完全支持研究假设，究其原因，与部分地区逆城镇化倾向抬

头有关。随着近年国家对农业补贴力度的加大，部分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少数城镇人员从城镇移居农

村，部分学生从高中升人高校，但户口并没有随迁城镇，而是将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

观察控制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人力资本 HUM、消费水平 Incom 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4.3894,13.4448，均在 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消费水平均能显著推动城镇化发展。该结果

支持了研究假设，究其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员越追求城镇生活，消费水平越高表明消费能力越强，消

费能力越强的人越愿意转移到城镇生活；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空间溢出效应并不

明显。消费水平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在 10%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邻省消费水平对城镇化发展有微小

的反向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基本结论

基于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1997-2016 年数据，通过 MoransI指数分析显示，科技投入、公共支持与城镇

化在本研究时间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为此，建立空

间杜宾模型作进一步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1)科技投入、公共支持显著推动城镇化发展，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空间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长

江经济带内，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均显著，即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本省市城镇化发

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从现有文献看，没有直接研究科技投人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成立，

进一步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且科技投入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城镇化发展都有正向影响。

从现有文献看，在公共支持影响城镇化方面，均认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城镇化发展有正向影响
[23]
。

该结论的得出虽然只考察了公共预算支出这个单一影响因子，而且研究区域不同，但研究结果相似，证明

了公共支持对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但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空

间溢出效应较小。这是因为科技投入主要针对当地生产经营管理的急需领域，重点在于解决当地和生产实

际问题。公共投入直接面对的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因此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较弱。

(2)科技投入与公共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发展有轻微的抑制作用。在长江经济带，科技投入与公共



支持的交互作用显示出轻微的逆城镇化倾向。这可能与个别地区不能正确处理城镇化与现代农业的关系，

导致人才、资金、信息等高端要素过度集聚，存在错配有关[38]。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科技投入直

接支持农业发展，农业补贴政策直接面向农业企业，但由于部分地方宣传不到位，导致人们未能正确理解

国家政策，甚至出现许多人口不愿落户城镇，一些落户城镇的居民回迁农村的现象[39]。这种现象被学界称

为逆城镇化。究其原因，与制度设计、政策实施、资源分配有关[40]。也有学者认为逆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

的 新表现形式[411，如何利用逆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3)人力资本、平均消费水平提升显著促进城镇化发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世界观、

处世观以及消费观。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体消费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率。这是因为消费主义是

一种感性化的意识形态
[421
，感性化的意识形态与人的文化教育程度直接相关，是个体对消费问题内在思想

认识的外化表现。

4.2 政策建议

(1)加速推进长江经济带协作机制建设，促进空间溢出效应形成。目前，长江经济带协作机制正在建立，

效果尚不明显。因此，应当加速推进长江经济带协作机制建设，做到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行政执法统筹

协作，社会保障、教育发展统一谋划，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协同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科技投入、公共

支持空间溢出效应形成。

(2) 强化科技投入、公共支持的正向影响，防止逆城镇化倾向蔓延。建议围绕提高城镇化水平，促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制定科技投入和公共支持的长远规划，明确支持的领域范围及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在继续做好服务大中城市发展的同时，统筹乡村特色小镇建设规划，重点围绕特色小镇建设展开研究，

改变现有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同时，辨证地利用逆城镇化思想倾向，做好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谋划

工作，统筹设计科技投入和公共支持规划，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既要克服影响城镇化的各种因素，又要

防止大城市病发生。特别是要规划好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乡村特色小镇的协调发展，克服“四化”

同步发展中现代农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不断提升我国现代化水平。

(3) 提升长江经济带民众受教育水平，促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鉴于人力资本、消费水平能促进

城镇化发展，建议加强长江经济带教育协作，广泛提升长江经济带民众受教育水平，特别要防止农村青少

年辍学问题。通过政策保障、督办检查、责任追究，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全面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国民整体

素质，促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推动“四化”同步协调发展。

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研究只是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投入、公

共支持两个因素，加上资料获取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只是笼统地研究了科技投入、公共支持对城镇化的

影响，没有就科技投入的来源进行分类研究。后续研究中可以作进一步细分和展开，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

建议的针对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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